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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说古今何以宁波

昨天，宁波博物馆的河姆渡文化发现50

周年特展落下帷幕。围绕“50周年”节点而

展开的大小活动，由此阶段性收尾。

对宁波人来说，“河姆渡”是一处既近又

远的存在。其近，在于地方文化认同带来的亲

切感；其远，则在于时空距离产生的陌生感。

哪怕有了半个世纪的积累，这一文化发

现也没有画上句号，反而是了解愈多，问题

愈多——关于分期、关于分布、关于聚落的

来源与去向，以及在周边跨湖桥文化、上山

文化、井头山遗存不断取得新发现的当下，

曾经具有标识意味的“河姆渡”如何在中华

文明的崭新脉络中找准坐标与定位？

近日，记者带着问题拜访了在井头山遗

址工作的孙国平，这位扎根宁绍地区、从事

考古工作 36年的资深专家，向记者分享了

他眼中的“河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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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平参与工作的36年，是与河姆
渡“同行”的36年。

1988年，23岁的他从北京大学考古
系毕业，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
好赶上当年度的慈湖遗址发掘。

慈湖遗址、名山后遗址、塔山遗址、小
东门遗址、鳖架山遗址、鲻山遗址、傅家山
遗址……他或直接参与发掘，或全程保持
关注，这一时期的工作锻炼了孙国平，也
造就了孙国平。

作为土生土长的慈溪人，孙国平从学
生时代起就知道河姆渡。“河姆渡很有名，
有一年春游，学校还组织去龙泉山，看了
河姆渡二期发掘成果的展览。”一个孩子
自然不知道考古是什么，只对干栏式建
筑、破碎的陶器留下些印象。

1984年，他以慈溪文科状元的身份
考取北大，“阴错阳差”读了考古系。“刚刚
去世的新石器考古泰斗严文明先生，商周
考古的刘绪、王迅、李伯谦几位先生，还有
李仰松、俞伟超先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已
经出名的苏秉琦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孙
国平在1985年见过著名考古学家夏鼐，
会面不久老人就辞世了，“像苏秉琦、严文
明先生都到过河姆渡发掘现场，夏鼐先生
是温州人，他晚年身体不是很好，虽然没
来过，也很关注河姆渡。”孙国平说。

1973年，河姆渡被发现。“当时浙江
省尚未成立考古所，而由省文管会下面的
博物馆承担相关工作。所以河姆渡早期发
现的最好一批文物，基本保存在省博，这
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而在1973、1977年两次发掘后，河
姆渡好像进入“停滞”期，直到1988年才
有了慈湖遗址发掘，则是因为“1979年，
浙江省成立了文物考古所，上世纪80年
代，省考古所的工作重点在良渚，河姆渡
这边未免有些顾不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宁绍地区进
入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建设的第一个高潮
期，上述“小遗址”几乎都是配合工程建设
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在考古上有一定
意义，但因为没有太大的亮点，宣传和保
护也谈不上”。

因此，相比浙江其他地区的风起云
涌，河姆渡有些“平静”。

如果把1973年至1988年视为河姆渡
文化发现的第一阶段，1988年至2004年则
可视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遗址初现、文化命名以及
初步研究的展开，在当时简陋的研究条件
下，考古工作者花了很长时间去‘消化’这些
材料；第二阶段则是遗址数量的积累和研究
的深化，以2003年河姆渡考古报告的出版
为标志。”孙国平说。

幸运的是，第二阶段的“量变”终于等来
了第三阶段的“质变”，那就是2004年田螺
山遗址的发掘。

如果说第二阶段的发掘是抢救性的、不
充分的，那么到了田螺山时期，考古人化被动
为主动，开始有条件地创造环境。考古的风
格、手段、理念、所取得的收获、保护宣传的方
式与效果，都有了明显变化，“对河姆渡文化来
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良性的快速发展的阶段”。

一直到现在，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
作也没有完全完成，“应该说考古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很多结论也是陆续取得的。

采访中，孙国平展示了一件至今仍浸泡
在水中保存的“透雕双鸟纹木质羽冠”，
2012年出土于田螺山遗址。其年代属于河
姆渡文化早期，距今约6700年，“可以说是
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木雕”。

整块木料汇集圆雕、透雕与减地浮雕三
种技法于一体，是当时顶尖木雕艺术的集大
成者。正面左侧鸟头、右侧鸟身体有局部残
损，复原后呈对称双立鸟形。鸟腹部为重圈
纹，正是河姆渡文化中对动物生命力（心脏
部位）的统一表现形式。

更加独特的是，整件作品呈圆弧形，线
形颇似人的前额；整器上端五个凸起的部
位，均钻有直径2-3毫米的小孔，很可能用
于安插羽毛。孙国平认为，这件器物很可能
是一件羽冠，为当时氏族首领、巫师类人物
举行祭祀活动时使用的道具。和双鸟朝阳纹
牙雕一样，此“羽冠”有且仅有一件，必然存
在美学之外的社会意义、信仰意义。

“田螺山发现最大的价值，就是丰富了
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与文化面貌，给河姆渡文
化研究水平的提升创造了重要的、可贵的机
遇。”孙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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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进到今天，情况又有了变化。
地域文化方面，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很

有可能为河姆渡人找到了“直系祖源”；稻
作文化的纵向延伸方面，万年上山文化被
认定为“稻源”。

新发现之下，河姆渡应该如何“认识
自己”？

在孙国平看来，上山文化固然可看作
起源，但河姆渡文化依然是“中国东部沿
海地区稻作农业社会的关键代表、走向成
熟的代表”。

“河姆渡文化最大的亮点，第一是干
栏式建筑，是公认的干栏式建筑的源头；
其二就是稻作农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
节点，江南鱼米之乡的最早的起源地，这
一点亦可用于宣传；第三，宁波是制造业
之城，而早在河姆渡文化阶段，她的‘制造
业’工艺技术水平就在全国领先——这就
是河姆渡的文化的三大亮点。”孙国平说。

在西方学者眼中，河姆渡还代表东方
文化早期达到的一种“比较完美的形态”。
孙国平提及，“河姆渡文化发现虽在上世
纪70年代，但当时这个消息传得很快，国
内外专家看到公布出来的材料都很兴奋。
世界范围内，老一辈考古专家头脑里，对
河姆渡还是有很深的印象的，知道六七千
年前东方有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这样
一种史前文化”。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的发
现反驳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解决了“中
国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河姆渡文
化的发现则改变了中华文明黄河流域起
源的“一元论”，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
曾经是齐头并进的，“在当时我国东南沿
海地区或者说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相对
比较单薄、稀少的情况下，河姆渡出来当
然是一鸣惊人的”。

在孙国平看来，新中国成立后，河姆
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其实超过了仰韶文化。

“河姆渡、井头山的发掘都是世界意义的，
从申遗角度看，自有她的独特性、普世性、
可视性”。但从实际工作阶段看，“把申遗
当作一个目标去努力，不要急于求成，可
能会更好”。 记者 顾嘉懿

追问

观众在参观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特展。 宁波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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